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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西方释义学思想在上个世纪70年代传入中国以来，就陆续有人提出创建中国的释义学的问题。
然而，释义学作为一种人类普遍的思想方式，在中国早已存在，早已被创建。
在有些重要的思想家如朱熹那里，还表现得相当系统。我们甚至可以说，从“述而不作”的孔夫子开始，它就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并不是创建中国的释义学，而是恢复和发展中国的释义学，让它在这个旧邦新命的关头焕发出沉睡已久的活力，使我们得以看清自己的历史与未来。本文的目的就是本着这一认识，对朱子的释义学思想作一番粗浅的疏理，以在这宏大的事业中迈出小小的一步。

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要论博大精深，朱熹是孔子以后一人而已。宋明理学是儒学发展史乃至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但作为理学最主要的代表人物的朱熹，却“常是引据前人文字加以讲论，极少自立文字，自出意见也。”
200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安徽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的27卷本《朱子全书》中（最后一卷辑录的是有关朱熹的资料），真正是朱子自己的著述的不过7卷多一点，即第12卷《八朝名臣言行录》和《伊洛渊源录》，第20－25卷《朱文公文集》及第26卷《朱子佚文辑录》中的《训蒙绝句》、《婺源茶院朱氏世谱》和《朱子遗集》。其余除了《通鉴纲目》，以及《近思录》这样与别人合作的著作外，大都是他对前人思想的释义和阐发。《朱子语类》（5卷）是朱熹的讲学语录的记录，其中大量内容涉及对古代典籍的释义或阐释。这是从量的方面说。从质的方面说，他的释义学代表作《四书章句集注》“使北宋理学获得论定，归于一是，以上承孔孟义理传统，实为集注之功。朱子乃集宋儒理学与自汉以下经学之大成而绾于一身，而集注则其最高之结晶品也。”
由此可见，释义学不是我们可以从朱熹那里索隐鉤沉的潜在因素，也不是我们为了证明中国有释义学刻意从他那里“阐释”出来的东西；而就是他惯常的思想方式和表现思想的方式。因此，研究朱熹的释义学，应该成为朱熹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释义学成为朱熹惯常的思想方式和表现思想的方式并非偶然，这实出于他对为人为学的根本理解。在他晚年（65岁时）给宁宗上的行宫便殿奏剳二中，他对宁宗说：

“人之有是生也，天固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而叙其君臣父子之伦，制其事物当然

  之则矣。以其气质之有偏，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乱其伦、败其则而不

  知反。必其学以开之，然后有以正心修身而为齐家治国之本。此人之所以不可不

  学，而其所以学者初非记问辞章之谓；……盖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

  必在于读书。……至论天下之理，则要妙精微，各有攸当，亘古亘今，不可移易。

  唯古之圣人为能尽之，而其所言所行，无不可为天下后世不易之大法。……是其

  粲然之迹，必然之效，盖莫不具于经训史册中。欲穷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

  则是正墙面而立尔。”（《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四）

可见，对于朱子来说，人生在世，当以致知穷理为第一要务。而要致知穷理，则必从“经训史册”而求之，因为那里集中了只有古圣先显才能穷尽的“天下之理”。一般人不可能生而知之，必须通过学，即对经典的研读，日积月累，方能豁然开朗，得窥“天下之理”。学，或者说读书，不是可有可无之事，而是致知穷理必由的途径。“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的一个“必”字，正说明了这一点。

与同时代乃至后来的理学家相比，朱熹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尊德性与道问学并行不悖，尊德性固然是为学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但道问学也不是纯粹的手段，而是尊德性不可无的实现途径。“一切道问学，皆当为尊德性。”
我们可以套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一句话来说明在朱子那里尊德性和道问学的关系：尊德性无道问学则空；道问学无尊德性则盲。正是尊德性以道问学为实施途径，道问学以尊德性为依归成就了朱熹在理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思想史上里程碑的地位。朱熹曾告诉别人，“大抵此学以尊德性求放心为本，而讲于圣贤亲切之训开明之，此为要切之务。”（《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七）这实际上就是他为学的基本特点和目标。

朱子采取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的立场，不是一时所为，更不是因为朱陆之争，而是他对先秦以来思想学术发展史及现状反思批判的结果。“尝窃谓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惟知章句训诂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至于近世，先知先觉之士始发明之，则学者既有知夫前日之为陋矣。然或乃徒诵其言以为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于脱略章句，陵籍训诂，坐谈空妙，展转相迷。而其为患，反有甚于前日之为陋者。”（《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朱子最疾者，乃当时很多人“坐谈空妙”，放言高论，“盖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处以上智生知之流，视圣贤平日指示学者入德之门至亲切处，例以为钝根小子之学，无足留意。其平居道说，无非子贡所谓不可得而闻者。往往为险怪悬绝之言以相高。甚者至于周行却立，瞬目扬眉，内以自欺，外以惑众。此风肆行，日以益甚，使圣贤至诚善诱之教，反为荒幻险薄之资。仁义充塞，甚可惧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八）朱子这里所批评的，不仅是象山一路学者，也包括二程及其后学。
可惜朱子虽目光如炬，却未能煞得此风。而后心学不论，即使恪守程朱家法者，大都也同样归于空疏一途，中国传统思想遂走向衰落。

然而在当时，朱子却试图力挽狂澜，坚持下学上达的道路，坚持以读书为教。这就是为什么现存他的文字言论很大一部分与经典释读有关，为什么他毕生要对《四书集注》下那么大的工夫。
可以说，经典释义是朱子为学为教的基本手段和途径。也因为如此，朱子在一生为学和讲学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系统的释义学思想，这些本土的释义学思想资源对于希望在现代语境下与往圣先贤进行有效对话的我们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朱熹自觉地从事经典释义学工作，乃不得不然。首先，即使在朱熹的时代，先秦的典籍也已是非常难读了，更何况在朱熹看来历代的儒生经常强作解人，反而歪曲或蒙蔽了经文的本义。因此，要抉发经文本义，使人看到它们“天下之理”的本然，就必须进行一番释义学的阐释：“经书难读，……经文本义又多被先儒硬说杀了，令人看得意思局促，不见本来开物成务的活法。鄙说正为欲救此蔽。”（《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三）这里必须注意的是，对于朱熹来说，“经文本义”不是超越的“客观知识”，而是“开物成务的活法”。这就意味着释义者不能象一个外语文本的翻译者那样可以自外于它。所以解释不是训诂，
虽然解释离不开训诂（此点容当下文再论）。解释的目标不是一般的意义，而是我们自己安身立命的义理，天下万世不易之大法。但我们或由于气质有偏，或由于才智不够，或由于刚愎自用，总之，由于自身的种种局限而与之格格不入。而释义学（朱子的说法是“解经”）就是要通过对经典的解释使得天下之理和天下大法能在我们的生命中得到融贯。因此，“解说圣贤之言，要义理相接去，如水相接去，则水流不碍。”（《朱子语类》卷十九）

如果是这样的话，经典解释和释义是格物致知的基本方式，它的目标是“精粗表里，融会贯通”。（《朱子语类》卷九）它之所以不是训诂，是因为它并不是要简单地克服文本中的阅读难点，和由于时间的推移一般人已经陌生的东西，而是要融贯和发挥文本所涵之义理。
理是“天下之理”，万物莫不有理，人也不例外。所以朱子说：“天理在人，亘万古而不泯。恁甚如果蔽固，而天理常自若，无时不自私意中发出，但人不自觉。正如明珠大贝，混杂沙砾中，零零星星逐时出来。但只于这个道理发见处，当下认取，簇合零星，渐成片断。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长月益，则天理自然纯固。”（《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七）解读文本不是寻求在自身之外的“客观知识”，而是通过对文本所涵义理的体认激发显豁贯通自身所涵之理，达到天理一贯，物我一理的境地。

西方释义学产生于人的历史性局限所造成的理解困境，即理解者与理解对象处于不同的时代必然产生的理解困难。这困难归根结底是因为西方人认为理解对象和理解者的差异是根本性的，近代西方哲学主客体两分的思维模式加剧了这种差异的根本性。即使是海德格尔－伽德默尔从存在论角度出发的哲学释义学，虽然超越了主客体的思维模式，但却强化了人的历史性的地位，他们的方案是以人的历史存在来统一理解者和理解对象。但理解对象与理解者双方的历史性不可通约，这种统一终究有些问题，伽德默尔提出的“视域融合”最大的问题是融合后的视域有无历史性？伽德默尔的回答一定是肯定的，那么它的历史性与文本的历史性和理解者的历史性是什么关系？回答只能是：它不可能与理解对象的历史性和理解者的历史性中的任何一个一致，那样的话它就没有融合，而它只能是理解者和理解对象的视域融合后的产物。但是如果这个视域现在是理解者和理解对象共有的视域的话，岂不意味它得以发生和存在的理解者和理解对象的历史性被它取消了？

朱熹的释义学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对于他来说，理解的困难不是由于理解者（读经者）和理解对象（经书）历史性的差异，
而是理解者气质之偏造成的。理解者与理解对象是先天统一，后天才分裂的。解读（理解）经书就是要克服这种由于个人气质欲望等特殊性造成的分裂，恢复个人（所涵之理）与天理先天的一贯和流畅，用朱子自己的话说，就是“如水相接去，则水流不碍”。

但这并不等于说朱子看不到人们（包括他自己）在理解古代经典中必然会遇到的一些知识性、技术性的困难。相反，他自己对此也是深有体会的。他的释义学同样要解决这些技术性的问题。他明确表示：“注疏如何弃得。”（《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九）“解经谓之解者，只要解释出来，将圣贤之语解开了，庶易读。”（《朱子语类》卷十一）校勘训诂章句文义若不讲求，书就无法贯通，就必然会信口开河，胡说一气。所以他主张“随文释义。”（《朱子语类》卷十一）“某寻常解经，只要依训诂说字”。（《朱子语类》卷七十二）但朱熹并不自我作古，而是尽量利用前人在这方面的成果。他说：“天下之理，固不外于人之一心，然圣贤之言则有渊奥尔雅而不可以臆断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见闻所能及也，故治经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说而推之。”（《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九）故他的释义学著作如《四书章句集注》就利用了许多前人在这方面的成果。他这么做的理由是：“前辈解说，恐后学难晓，顾《集注》尽撮其要，已说尽了，不须更去注脚外又添一段说话。只把这个熟看，自然晓得，莫枉费心思去外面思量。“（《朱子语类》卷十九）但他自己并不因此而省略了训诂章句方面的工夫。相反，他自己在这方面用力极深，成就斐然。朱子虽被人目为理学家，但其在传统小学训诂方面的成就，无论比之汉儒抑或清儒，都毫不逊色。钱穆曾说：“清儒治经，菲薄宋儒，自号曰汉学，以与宋学划疆界，树门户。然余观朱子治经，其识解之明通，意趣之宏深，既已远超于清儒之上。清儒自负以校勘训诂为能事，然朱子于此诸项，并多精诣，论其成绩，亦决不出清儒之下。”
钱穆此言，允为至当。

但朱子言训诂与清儒言训诂又一显著不同，就是“清儒所谓训诂，旁通之于尔雅说文，以求得此一字之义，而每非此字在书中说特殊含蕴之义理深微所在”；
而朱子刚好相反，他总是从义理出发来解字义，“根据义理大节目以辨字义，非明字义以明义理”，
非仅凭古注，或尔雅说文，这一点颇似海德格尔对词源学的运用。他最反对目无义理，为训诂而训诂，虽注解繁多，却离经益远，“惟屋下架屋，说得意味平淡，且是使人看者将注与经作两项功夫做了，下稍看得支离，至于本旨，全不相照。”（《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一）因此他推崇汉儒的训诂，说“汉儒可谓善说经者，不过只说训诂，使人以此训诂玩索经文，训诂、经文不相离异，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长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一）
他因此主张：“凡解释文字，不可令注脚成文，成文则注与经各为一事，人唯看注而忘经。不然即须各作一番理会，添却一项工夫。窃谓须只似汉儒毛孔之流，略释训诂名物，及文义理致尤难明者。而其易明处，更不须贴句相续，乃为得体。盖如此，则读者看注，即知其非经外之文，却须将注再就经上体会，自然思虑归一，功力不分，而其玩索之味，亦深长矣。”（《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

朱子一方面反对罔顾义理的烦琐注疏，不得要领；另一方面反对忽略文义训诂名物考据，向壁凿空，六经注我。反对像晋人那样，“舍经而自作文。”（《朱子语类》卷六十七）“今学者不会看文子字，多是先立私意，自主张己说，只借圣人言语做起头，便自把己意接说将去。病痛专在这上，不可不戒。”（《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七）他认为二程解经亦有此病。“程先生《经解》，理在解语内。某集注《论语》，只是发明其辞，使人玩味经文，理皆在经文内。”（《朱子语类》卷十九）这段话委婉道出了他与程子在解经上的重大不同。而在别处，对二程解经自说自话的批评就比较直接，如“伊川所自发，与经文又似隔一层皮膜，所以看者无个贯穿处。”（《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七）“伊川解经，是据他一时所见道理如此，未必便是圣人本旨。”（朱子语类）卷一百五)“圣人说得甚浅，伊川说得太深。圣人所说短，伊川解得长。”（《朱子语类》卷七十二）“明道说经处较远，不甚协注。”（《朱子语类》九十三）总之，朱子对二程不甚在意对经文本身的深读细读却引经自立其说颇有保留。

朱熹认为，读经的目的是要了解圣人在经文中阐发的义理。“人之所以为学者，以吾之心未若圣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圣人之心，是以烛理未明，无所准则，随其所好，高者过，卑者不及，而不自知其为过且不及也。若吾之心即与天地圣人之心无异矣，则尚何学之为哉？”（《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二）既然是这样，“读书且要虚心平气，随他文义体当，不可先立己意，作势硬说，不见圣贤本意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三）“他圣人说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着心去秤停他，都使不得一毫杜撰，只顺他去。某向时也杜撰，说得终不济事。”（《朱子语类》卷一百四）所以朱子自己解经“只是顺圣贤语意，看其血脉通贯处为之解释，不敢以己意说道理也。”（《朱子语类》卷五十二）他甚至要求：“自家当如奴仆，只去随他圣人言语。教住便住，教去便去。”（《朱子语类》卷三十六）但这并不意味着朱子要人完全放弃自己的理解和阐释，只是经典被动的接受者。相反，他众多对经典的释义学阐发，恰恰成了他自己立己说的手段，诚如钱穆所指出的：朱子“虽常戒人要一依本文正义，勿下己意，而朱子本人亦明明多自下己意处。”

朱子之所以特别强调“且就本文，看取正义，不须立说，别生枝蔓”，（《朱子语类》卷十九），是因为他痛感当时学者竞立新说，却不重视读书，也不重视传统的思想资源，不但无助于传统思想的光大，反而歪曲古人以资己说，这样既谈不上继承，也谈不上创新。“愚意常患近世学者道理太多，不能虚心退步，徐观圣贤之言以求其意，而直以己意强置其中，所以不免穿凿破碎之弊，使圣贤之言不得自在而常为吾说之所使，以至劫持缚束而左右之，甚或伤其形体而不恤也。如此，则自我作经可矣，何必曲躬俯首而读古人书哉？”（《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六）事实证明，朱熹的担忧是对的。不读书或任意读书不可能真正推动思想的发展，那样得来的思想是无根的思想，是坚持不久的。有些之所以表面上好像延续很久，只是因为满足了众多希望不学而得或不虑而得之人而已。

在如何对待和解读经典的问题上，朱子显然是以孔子为榜样。在他给《论语·述而》所作的注中，他这样写道：

“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故作非圣人不能，而述则贤者可及。窃比，尊之

之辞。我，亲之之辞。老彭，商贤大夫，盖信古而传述者也。孔子删是《诗》、《书》，

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作也，故其自

言如此。盖不唯不敢当作者之圣，而亦不敢显然自附于古之贤人。盖其德愈盛，

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辞之谦也。然当是时，作者略备，夫子盖集群圣之大成而折

衷之。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

这段话可看作是朱熹的夫子自道。
唯其如此，朱子特别强调文本和文本解释的工夫。读书解经唯一要遵循的就是文本，唯一要追求的是文义。“先儒旧说，莫问他是何人所说，所尊所亲、所憎所恶，一切莫问，而唯文本本意是求，则圣贤之指得矣。”（《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八）从这段话看，我们甚至可以称朱熹为“文本主义者”。惟有以文本文义为准绳，方可避免“先立己意，作势硬说，只成杜撰，不见圣贤本意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三）

这里必然要提出的问题是文本的文义与圣贤的本意是什么关系？我们知道，在西方释义学传统中，解释的目标究竟是作者的本意和原意还是文本客观的意义始终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古典方法论释义学主张前者，而现代哲学释义学主张后者。朱子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似乎是暧昧的。一方面，他好像是个标志的古典方法论释义学者，也主张用将心比心的移情方法来达到作者的本意：“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须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将孔孟之心作自己心。要须自家说时孔孟点头道是方得。”（《朱子语类》卷十九）另一方面，他似乎又是一个毫不含糊的反心理主义者和反主体主义者，针对人们认为《春秋》难晓，主要是不知孔子原意究竟为何，朱熹说：“只是据他有这个事在，据他载得恁地。……而今却要去一字字上理会褒贬，却要去求圣人之意，你如何知得他肚里事？”“孔子但据直书而善恶自见。今若必要推说，须是得鲁史旧文，参校笔削异同，然后为可见，而亦岂复得可也。”“况生乎千百载之下，欲逆推乎千百载上圣人之心！况自家之心又未如得圣人，如何知得圣人肚里事。”（《朱子语类卷八十三》这种明显的自相矛盾如果解释？

从朱熹哲学的基本倾向出发，这种似乎是截然相背的自相矛盾不是不可以解释的。朱熹不是西方哲学意义上的主体主义者，对于他来说，圣人在经典中所表达的天下之理，不是他们主观意识的产物，而是宇宙间无所不在的普遍之理。“天下道理只在圣人口头，开口便是道理”。（《朱子语类》卷七十六）“故学者必因先达之言以求圣人之意，因圣人之意以达天地之理。”（《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二）可见在“圣人之意”后面还有个“天地之理”。读书解经的根本目的乃在这个“天地之理”。正因为圣人表达的“天地之理”是普遍真理，所以才要人们将己心比作圣人心，“不可谓孔孟不会说话，一向任己见说将去。”（《朱子语类》卷十九）也因为圣人说的没有私意，只是天下至理，圣贤本意只此一理，所以朱子才要坚持从文本出发：“学者观书，且就本文上看取正意，不须立说别生枝蔓。唯能认得圣人句中之意，乃善。”（《朱子语类》卷十九）此外，还因为圣人在经书中表达的“天地之理”不是其一己之私，而是人人所具之理，所谓正解不是把握了异己的作者的原意，而是“看正文了，却着深思熟读，便如己说，如此方是。”（《朱子语类》卷十一）也就是要和文本之义达到浑然一体，如流水无间的境地：“讲论一篇书，须是理会得透，把这一篇书与自家滚作一片方是。”（《朱子语类》卷十）“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这和西方古典释义学讲的通过移情把握作者的原意有根本的区别。对于西方古典释义学者来说，通过移情理解者暂时成了作者，进入了作者的精神世界；而对于朱熹来说，通过对文本的解读，理解者达到了天地之理。至于心理意义和主观意识意义上的作者原意，朱熹比深受近代西方思想熏陶的人更清醒，那是无可索解的，“除非是孔子还魂亲说出，不知如何。”（《朱子语类》卷八十三）

虽然朱子坚持从文本出发，但文本还只是一个媒介，真正要把握的是文本所表达的文义。朱子自称“熹一生在文义上做窠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他要人“读书须从文义上寻，次则看注解。”（《朱子语类》卷十一）这就是说，注解与文本的字句一样，是我们达到文义的途径。朱子自己便是这样教人：“近日看得后生，且是教他依本子认得训诂文义分明为急。自此反复不厌，日久月深，自然心与理熟，有得力处。”（《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卷一）“且只依据所读本文，逐句字理会教分明，不须旁及外说，枝蔓游衍，反为无益。”（《朱子语类》卷五十二）因此，朱熹释义学的基本路径是先解字义，再解文义，最后贯通阐发得出所解之义理。

朱熹首先明确：“学者之于经，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一）因此，“解经不可便乱说，当观前后字义”。（《朱子语类》卷五十九）“某寻常解经，只要依训诂说字。”（《朱子语类》卷七十二）具体做法是：“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其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他要人读经时“字字与某着意看，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闲看过了。”（《朱子语类》卷十一）这是因为圣人用语精到，没有废话，字字都有讲究。所以他解经也是字斟句酌，煞费苦心。“某于《论》、《孟》，四十余年理会，中间逐字称等，不教偏些子。”（《朱子语类》卷十九）之所以要如此谨小慎微，是因为“圣经字若个主人，解者犹若奴仆。今人不识主人，且因奴仆通名，方识得主人，毕竟不如经字也。”（《朱子语类》卷十一）所以朱子在解字义上极下功夫，真正做到了一字都不放过。
《语类》卷六十解《孟子》“存神过化”即是如此，不但引《孟子》本文，还引《荀子》，引《尚书》，既有训诂，又有义理。但总的来说，朱熹如前引钱穆所言，是“根据义理大节目以辨字义”，“乃解说一番道理，非解说一个字义而已也。”

在西方释义学中，有所谓“释义学循环”，就是要理解整体就要理解部分；要理解部分必须理解整体。这种“释义学循环”在朱熹的释义学中不容易找到；但他有自己的释义学循环，这就是义理与训诂的循环：要掌握义理不能没有训诂；但不掌握义理就无法定训诂。朱子的释义学操作就是在这种“释义学循环”中进行的。试举一简单的例子，《朱子语类》卷七十二对《周易》恒卦的解释：“恒是一条物事彻头彻尾，不是寻常字。古字作恒，其说像一只船两头靠岸，可见彻头彻尾。”这个例子也表明，朱熹的“释义学循环”的两造不是对等的，他总是“以义理定训诂，不以训诂定义理。”
这也可以理解，义理是目的，训诂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手段当然要服从目的，由目的来规定。

正因为朱子始终是以义理为他的释义学的最终目标，所以他虽然强调文本和字义，却不是僵化的文本主义者，并不拘泥于个别字句。他明确表示：“大抵谈经只要自在，不必泥于一字之间。”（《朱子语类》卷七十四）这是因为解经的目的不是追求客观的知识，而是与个人安身立命有关的天地之理，文字工夫是需要的，但文字本身不是目的，解经是为了义理，它不能是纯粹的文字学或训诂学，朱子对此有一个明确的表达：“若不从文字上做功夫，又茫然不知下手处。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论，不于身心上着切体认，则又无所益。”（《朱子语类》卷十九）但“文字言语之外，真别有用心处。”（《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五）他甚至反省自己“正坐执滞于文字言语之间，未能脱然有贯通处。其于道体，固患夫若存若亡而未有约卓之见耳。”（《朱文公续集》卷六）

正因为如此，朱熹注经和解经决不是亦步亦趋，丝毫不道己意。相反，他从不放弃自己对经义的阐发。但他仍然坚持要“依经演绎”， 不能“舍经而自作文”。（《朱子语类》卷六十七）朱子不是现代西方释义学者，他始终认为文本本义是有的，虽然它不是作者的主观原意，而是归根结底是一体流行的天理。所以他解经仍然首先追求本义。“凡观书，且论此一处文义如何，不必它说。”（《朱子语类》卷四十四）“至于文义有疑，众说纷错，则虚心静虑，勿遽取舍于其间。先使一说自为一说，而随其意之所至以验其通塞，则其尤无义理者，不待观于他说而先自屈矣。复以众说互相诘难，而求其理自所安，以考其是非，则似是而非者，亦将夺于公论而无以立矣。”（《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但他并不满足于仅仅获得文义或本义。“大凡朱子说经主求本义，本义既得，乃可推说，一也。经之本义只有一是，不能二三其说，二也。有非经之本义二说自可存者，三也。”

钱穆对朱熹对待经文本义的态度的这个概括允为精到，尤其是第三点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初看上去好像朱子自己又在反对自己，主张可以不顾经义自立其说：“虽非经意，然其说自好，便只行得。大凡人看解经，虽一时有与有与经意稍远，然其说底自是一说，自有用处，不可废。”（《朱子语类》卷七十六）但朱熹的这个立场也不是不可为他辩护的。天下之理任何一部经都说不完也说不全，倘若大胆解经人未及他要解之经之经意，但他自家之说还有可取之处，那意味着他也说出了一些天下之理，那么，就可以站住脚。思想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朱熹自己也是这么做的。这与“只借圣人言语起头，便自把己意接说将去”（《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七）不是一回事。“只借圣人语言起头，便自把己意说将去”是挂圣人羊头卖自家狗肉；而朱熹对义理的推衍阐发是建立在熟读经文的基础上的，“须是本句透熟，方可推。若本句不透熟，不惟推便错，于未推时就错了。”（《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七）

虽然朱熹始终强调首先要求得经文本义，不可先立己说，但他并不主张对经典文本和往圣先贤的言论毫无批判地照单全收，而是要有自己的批判意识，“是便道是，不是便道不是。”（《朱子语类》卷八十）“看人文字，不可随声迁就。我见得是处，方可信。”（《朱子语类》卷十）读书不能只是泛泛而读，而应是批判的理解：“如今看一件书，须是著力至诚去看一番，将圣贤说底一句一字都理会过。直要见圣贤语脉所在，这一句一字是如何道理，及看圣贤因何如此说。直是用力与他理会，如做冤仇相似，理会教分晓，然后将来玩味方尽见得意思出来。若是泛滥看过，今次又见是好，明次又见是好，终是无功夫，不得力。”（《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七）他甚至说：“看文字须是猛将用兵，直是鏖战一阵。如酷吏治狱，直是推戡到底，决是不恕他方得。”（《朱子语类》卷十） “前辈固不敢妄议，然论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凿空立论，然读书有疑，有所见，自不容不立论。”（《朱子语类》卷十一）可见朱子并非要以孔孟门下走狗自居，而是也希望在述（解释）的过程中有所作。所以朱熹解经的思想与实践不能视为是消极的诠释学，而应视为积极的释义学。

朱子的释义学之所以是积极的释义学，不仅在于他主张批判的阐释而非仅为使文本能为人读懂的疏通字句，而更在于他的释义学归根结底不是一种纯粹的理论操作，而是一个实践过程，在这点上它倒是与哲学释义学的精神颇为相近。朱熹始终认为：“圣门之学，下学之序，始于格物以致知。不离乎日用事物之间，别其是非，究其可否，所是精义入神，以致其用。”（《朱文公续集》卷六）“圣人将那广大底收拾向实处来，教人从实处做将去。”《朱子语类》卷六十四）因此，“读书须是晓得文义了，便思量圣贤意指是如何？要将作何用？”（《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四）解经并非为了单纯知识的增进，而更是生命实践的一种方式，即使人生禀得天地之理。而“禀得此理”不是纯粹为了与一己生命无关的求知或求真，而是为了“力行”：“学问岂以他求，不过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四）“既听得了，去做，如此方是道问学。”（《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八）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朱子释义学的实践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子的释义学更近于西方的哲学释义学，而不是古典释义学。

对于哲学工作来说，释义学不是一种可有可无，可由我们任意决定取舍的东西。只要我们面对以往的哲学资源和外来的哲学传统，我们就面临释义学的问题。今天哲学研究中一些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与我们的释义学意识、水平和境界有莫大的关系。释义学需要提倡，更需要实践。在这必然的实践中，朱子的释义学并没有过时，它是今日中国释义学发展最可宝贵的本土资源，在对西方释义学思想日益感兴趣的同时，我们不该把它忘了。

� 见汤一介：“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学人》第13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成中英主编：《本体论诠释学》，三联书店，2000年。


� 近年来我国学者在本土释义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足以说明这一点，见李清良：《中国阐释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 钱穆：《朱子新学案》，中册，巴蜀书社，1987年，第1212页。


� 同上，第1371页。


� 钱穆：《朱子新学案》，上册，巴蜀书社，1986年，第105页。


� 有关朱子对程门学风的婉转批评，可看钱穆：《朱子新学案》，中册，第927－933页。


� 我们从《朱子语类》中可以看到，朱熹自“三十岁便下工夫”，到六十七八还“改犹未了”，前后经过“四十余年理会”（《朱子语类》卷十九）。他在七十一岁临死前一天（钱穆说前三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的注。正因为下了如此巨大的工夫，朱熹对《四书集注》非常自负，声称“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一字是一字，其间有一字当百十字底。”（《朱子语类》卷十九）


� “汉魏诸儒只是训诂，《论语》须是玩味。”（《朱子语类》卷十九）这两句话清楚表明在朱子那里训诂与释义有明确的分殊。


�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只能说“朱子的释义学”而不能说“朱子的阐释学”或“朱子的诠释学”或“朱子的解释学”。朱子关心的不是一般的意义，如某字某句当作何义讲，他关心的是义理。


� “历史性”概念对朱熹恐怕不存在。


� 钱穆：《朱子新学案》，下册，巴蜀书社，1986年，第1724页。


� 同上，第1416页。


� 同上，第1421页。


� 然朱子对汉儒训诂的态度并不是前后一致的，在《语类》卷一百一十二中他就对汉儒训诂表达完全相反的看法：“汉儒一向寻求训诂，更不看圣人意思。”


� 钱穆：《朱子新学案》，上册，第133页。


� 同上，第114页。


� 钱穆说：“朱子解经之最大用心处，在为每一重要字定界说。”（《朱子新学案》，下册，第1458页）这却是当今许多学者所忽略做的。


� 钱穆：《朱子新学案》，下册，第1417页。


� 钱穆：《朱子新学案》，下册，第1434页。


� 钱穆：《朱子新学案》，下册，第1438－14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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